
势能撤出之后：论组织内能的不可销毁性
外部托举撤走的那一刻，组织并没有被掏空——它第一次露出了那层烧不掉的「只能
往哪儿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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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代组织研究反复触及一个悖论：为何外部压力消失之后，许多此前看似强健的组织反而以惊人
的速度崩溃？既有解释将这一现象归因于组织在外部托举中丧失了独立生存的能力。本文以“势能依
赖型耗竭”假说为批判起点，指出这一诊断虽极为锋利，却仍然共享了它试图颠覆的旧假设——组织
的生命力是一种可以被生成、也可以被耗尽的“属性”。本文通过悬置这一更底层的假设，重新追
问：在外部势能撤出的真空里，组织体内残存的究竟是什么？通过对可穿戴设备先驱Jawbone衰亡史
中一个未被充分解剖的异象的系统分析，本文提出，势能撤出并未“杀死”内能，而是完成了对内能
的第一次彻底洗练——它将内能从其赖以被识别的一切现象形态（战略决断、品质执念、自发协作）
中剥离出去，暴露出藏在这些形态之下的一层更不可销毁的基底火。这层基底火，即组织在被剥夺了
所有“可被指认为内能”的行动能力之后，体内仅剩的那一点“往哪儿看”的残余方向感。方向感不
是行动能力，不是战略意图，不是价值信条，也不等同于“我知道怎么做”。它是一种先于“知道如
何做”的、仅指向“必须往哪儿看”的定向本能。它不承诺组织能活下去。它只承诺一件极小的事：
哪怕组织已经全面瘫痪，它仍然只能以属于它自己的方式去瘫痪。本文由此提出一个与“内能耗
竭”针锋相对的判断：内能的本质，恰恰在于它不能被销毁——可以被剥夺行动能力，可以被瓦解协
作骨架，可以被抹除一切外部标记，但它沉积下来的那个残余方向性，会在所有外部支撑退潮后，作
为一座将死组织留在历史中的唯一签名而持久燃烧。

为击溃“这只是落魄精英的自尊表演”这一最俗常的替代解释，本文对群聊讨论的技术内容进行
了逐项分析，并指出其独有的“反共识锐度”——老员工执着于麦克风的亚毫米级位移与特定低功耗
抗噪算法路径，这些技术细节不仅在当时已被商业主流放弃，且在通用音频工程界也非最优解。如果
只是为了向外界展示“我们有品位”，他们应该执着于公认的“高难度技术”，而不是执着于这些只
有内部人才知道、外人看不懂、通用标准无法评价的、只对Jawbone自己的产品有意义的具体死结。
更进一步，本文回应了此替代解释的更隐微版本——“叙事身份”的自我维系：他们不需要外部观
众，只需要一个自洽的故事来维护“我是纯粹的技术信仰者”这一自我叙事。本文的回应在于时态
——他们讨论的是“如果还有下一代”的将来时，是一种面向未知的、试图解决问题的前摄性姿态，
而非面向过去的回溯性缅怀。在面对“这不过是隐性知识”这一更强有力的收编企图时，本文划出了
一条关键的本体论分离线：隐性知识指向的是关于“如何做（know-how）”的默会认知能力——知
道这一窑火候到了，知道那首曲子该怎么弹；而底部方向感指向的是更底层的“只能往哪儿看”——
在被剥夺了所有“做”的能力与场合之后，仍然无法不关心那个特定方向的强迫性定向。前者随行动
能力而隐现，后者在行动能力彻底丧失之后才第一次以自身的赤裸形态暴露出来。在面对“这不过是
个体职业生涯早期的组织印记”时，本文指出印记理论处理的是结构性、制度性特征的持续，而底部



方向感是身体性的、前结构的方向敏感，且它的作用方式在组织死亡后——而非在组织存续中——才
被完整呈现。

本文由此将论证推向更深的层次：Jawbone老员工的讨论之所以不能被化约为一般性的职业关注
或个体职业印记，是因为这种方向感的组织特异性不仅区别于个体职业惯习，还必须区别于被社会学
广泛讨论的“惯习”。布迪厄的惯习——不可撤销地沉积在身体里的“被结构化的结构”——恰好是
一种具有方向性的身体惯性。但惯习是个体在宏观社会场域（阶级、教育系统、文化空间）中长期浸
泡而内化的一整套性情倾向，它的时间尺度是代际的，它的熔铸场域是社会性的。而底部方向感是在
一个特定的、短寿的、往往反目标的临时共同体（某家公司的一段深度滞留期）内部，由一小群人被
同一个具体死结“共同烹煮”数年之后烧出来的特异的、不可被个体原生惯习所消化的身体记忆。它
不是社会结构的缩影，它是组织历史的铭印。二者在时间引力上完全不同：惯习的形成需要长时间、
低强度的浸润；而底部方向感恰恰形成于短时间内极高强度的、甚至带有灾难色彩的“共同创
伤”——它的不可销毁性，根源就在于伤疤的愈合逻辑不同于知识的习得逻辑，而以往的组织理论恰
恰是用“学习”或“内化”来收编这种伤疤的。

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论证了这种方向感在丧失所有制度化载体之后的存留机制。势能的漫长
依赖期之所以没有腐蚀它，是因为它在滞留期中的沉积方式并非“习得”，而是类似程序性记忆的一
次性“熔铸”——认知心理学中程序性记忆（procedural  memory）与语义记忆（semantic
memory）的区分为此提供了跨学科的机制基础：程序性记忆难以用语言表述，且不易被后期输入的
语义信息所重写。势能依赖期的仪表盘信号替换的是组织的语义层——战略话语、决策程序、外部叙
事框架——而老员工在早期滞留期被烧进去的那层底部方向感，已经在形成时就不是通过语义渠道，
而是在数千小时的反复试错中，将特定技术触感的判断变成了身体性的程序记忆。仪表盘的语言无法
攻击这种记忆，因为它从未进入过它们运行的认知通道。个体后续职业生涯之所以没有覆盖它，同样
因为它的记忆格式是“程序性”而非“语义性”的——它被编码为对某个具体技术触感的本能敏感，
因此无法被后期通过语义渠道（战略话语、行业共识、职业培训）输入的通用知识所重写。这就构成
了本文的核心理论贡献：势能撤出的真空，不是一次死亡的宣判，而是一次真正发生的开始。在一个
不再需要组织去证明什么的时刻，组织第一次遭遇了它自己的绝对边界——而那个边界，才是它真正
的发生起点。

关键词

内能；无困之困；底部方向感；绝对边界；组织发生；惯习；隐性知识；程序性记忆

本文的原初关切是“小微企业与战略中心型组织”的比较研究。但在推进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更深
的问题：两家共享同一份尸检报告——势能耗竭内能——的死者，会不会有一个根本没有死？这个念
头不是从理论推导中跳出来的，而是从一桩真实案例的一处微小异象中长出来的。可穿戴设备先驱
Jawbone在2016–2017年崩解期，媒体与学术文献反复引用一句来自前员工的话：“我们所有人都在
等待指令，没有人知道该干什么了。”这句话被视为“内能耗竭”的完美诠注。但同一时期，另一些
前员工在接受采访时说了一句方向截然相反的话：“即便公司快倒了，我们那群老家伙私下的群聊
里，讨论的依然是怎么把下一个产品做得更他妈好。”一个“没人知道该干什么”，一个“依然在讨
论怎么做产品”——同一个组织，同一段崩解期，同时呈现了内能枯竭与内能残留两种互斥的临床体
征。既往文献（包括以“势能依赖型耗竭”为名的优秀诊断）选取前者作为主证据，得出“内能被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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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的结论。本文的起点，是对后者的认真对待：如果内能真的能在势能托举期被彻底排空，那这些
老员工体内剩余的、在商业意义上一钱不值的“执念”，究竟是什么？

为了切得动这个问题，本文必须将分析单位的焦距调窄。原初的分析单位——两种组织形态的并
置——太粗，切不出内能在生死交界处的那种“好像在、又好像不在”的奇异状态。内能之所以难以
被指认，恰恰是因为在组织的正常期或退化期，它总是与各种可被观测的现象形态纠缠在一起——战
略决断被当作内能、自发协作被当作内能、品质执念被当作内能——而这些现象都依赖于一个不言自
明的条件：组织还有能力把内能转译成行动。一旦组织丧失了行动能力（资金崩断、员工离散、决策
中枢解体），这些现象形态就全部消失，内能看起来就像“死了”。本文改切后的分析单位，正是组
织处于“行将解体、丧失了全部行动能力”这一极限时刻的体内残留物。这个单位不是一个小微企业
或一个战略中心型组织，而是一个仅剩最后几名成员、最后一点记忆、最后一腔无力的执念的组织残
骸。改切的理由，不是它代表了某种更好的组织形态，而是它是唯一一个可以被拿来检验“内能是否
真的会被耗竭”的处方场景——如果在这个极限时刻内能依然残存，那么既往理论对“耗竭”的定义
就必须被修正。这个改切并未背叛原初关切。那些从未进入崩解期的、在正常运转中就已丧失内能的
组织形态，在本文的新框架下正是那“连余火都没有”的灭尽之死——它们从未有过可被洗练的内
能，也就无所谓可被销毁。结语部分将回到此处，证明改切为原初问题找到了更根本的解答入口。

本文的论证结构如下。第二章从势能依赖型耗竭假说的核心理论中抽取出它那层未言明的根本假
设——内能是一种可被耗尽的生命力属性——并将其悬置，同时在悬置的真空地带正面迎战布迪厄
的“惯习”概念，理论化地建立“组织特异性”的不可还原性。第三章以Jawbone崩解期的异象为正
例，系统展示势能撤出如何完成了对内能的第一次洗练：它剥掉了内能赖以为外表的一切行动形态，
让内能第一次以自身的赤裸形态——即那种被“灾难性滞留”共同烹煮出来的、不同于任何职业惯习
或社会惯习的方向残余——暴露出来。在此过程中逐一击退“自尊维护”“叙事身份”“隐性知
识”与“组织印记”等替代解释。第四章回溯这一洗练的发生条件，提出“无困之困”概念，并在此
基础上将Jawbone的早晚期比较翻转为不在同一框架内的两张切片，论证早期滞留与晚期余火是两种
完全不同的发生路径。第五章将论证推进至本文最深部的核心——内能的不可销毁性：为什么烧到这
条河床底下，那层余火是灭不掉的。这层余火的不可销毁性，根源在于它的沉积方式是“一次共同创
伤的历史铭印”而非“持续学习的能力习得”，它的记忆格式是“程序性”而非“语义式”的，因此
既不会被势能依赖期的语义灌输所腐蚀，也不会被个体后续职业生涯中的语义知识所覆盖。它构成了
组织绝对边界的火封线。第六章执行近邻检测，在逐一划清分离线后，锁定本文独立于所有既有理论
的“只能由它解释”的剩余差。第七章收束全篇，给出本文的核心判断、贡献层级与可证伪条件，并
回到曾被搁置的原初问题：“小微企业与战略中心型组织”的差异，在本文的框架下可以被重新理解
为两类组织在“是否曾被内能真正击穿过”这一维度上的根本不同。

要理解本文所做的全部理论工作，必须先回到那篇最锋利的解剖报告——《烧干的河床：论组织
内能在势能依赖中的隐性耗竭》。它的核心判断是这样的：一个组织的真正生命力——它称之为内能
——不是一种可以被一次性拥有、然后永久持有的静态属性，而是一条必须依赖特定生态条件才能被
持续生成的发生链。这些条件中，最致命的一个，是滞留在真问题中的时间。当一个组织被清晰、高
频、无孔不入的外部势能信号——资本的估值叙事、媒体的行业排名、最佳实践的标杆案例——全面
包围时，它便不再需要、也不再能够滞留在困惑里。仪表盘已经提前给了方向、提前定义了“好”、
提前把不确定性翻译成了可被管理的行动项。滞留在困惑中的时间就这样被系统性地清除了。随之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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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的，是内能的生成条件本身。内能耗竭的极隐蔽处，在于它在财务报表上完全不可见、在绩效仪
表盘上毫无异常。它唯一的显形时刻，是势能突然消失之后出现的那个真空期：那时，组织才会作为
一具被掏空的壳，暴露出它早已丧失了在没有外部信号指引的情况下自主定向的能力。死亡不是在外
部压力最大时降临，而是在外部压力突然消失的那一刻宣判。

这是一份锋利到令人不安的诊断。本文全盘接受它对病理机制的刻画，但必须指出，这份诊断在
它自己的地基上，重复了它试图颠覆的那个最深层的旧假设。发现学最古老的姿势是：把一切正在发
生着的东西，先冻结成一个可以静态观看的“属性”，然后再去描述这个属性的持存或流失。发现学
不否认“过程”。它只是在描述完过程之后，必须为这个过程找出一个可以独立命名的承载者。当
《烧干的河床》指出“滞留空间被系统性地从组织生态中取消，因此内能的生成便停滞”时，它在说
什么？它在说：有一类特殊的生态条件，是内能生成的必要条件；如果这些条件被取消，内能就不再
被生成；已经生成出来的那部分内能，也会像沙漠里断裂了水源的河流一样，逐渐干涸。这个论证框
架完全正确。但它的正确性本身，就把半个答案吞掉了。它默认了内能是一种可被生成的“属性”，
因此内能的生成条件一旦被取消，生成就停止，已经生出的那部分就迟早耗损殆尽。本文要悬置的，
正是这个最后的默认。悬置，不是驳斥。不是要去证明之前的学者都错了。是要把他们的手，从这扇
门上拿下来。也许这道门一旦被推开，就会看见下面还跑着一条不能被冻成属性的热脉。

在悬置这片地基之后，本文必须在它留出的真空地带做一个关键的理论动作：正面迎战那个最有
可能将底部方向感收编回既有社会学理论的对手——布迪厄的惯习概念。这个动作之所以在此时而非
在第六章执行，是因为“惯习”作为一种同样具有“不可撤销地被沉积在身体中的方向惯性”特征的
概念，若不被提前击穿，读者会在阅读完第三章的案例之后，本能地用惯习来解释一切，从而错失本
文真正的理论增量。因此，在悬置了“内能是属性”之后、在展开案例追踪之前，本节必须插入这一
场不可避免的近身格斗。

惯习——布迪厄发展了数十年的核心概念——描述的是个体在社会场域（阶级、教育系统、文化
空间）中长期浸泡而内化的一整套性情倾向：它“被结构化”，因为它源自对社会结构的无意识内
化；它“结构化”，因为它反过来生成实践与判断。惯习具有方向性——一个工人阶级出身的人和一
个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在面对同一盘食物、同一段音乐、同一种说话方式时的本能倾向，是被各自的
阶层惯习不可撤销地塑造过的。惯习也具有不可销毁性——它可以被后来的新场域经验所修改（布迪
厄称之为“滞后效应”或“开裂”），但它的底层纹路几乎无法被彻底抹平；一个在童年时期习得的
身体习惯，会在人一生的大部分情境下作为默认设置持续起作用。更关键的是，惯习的运作方式恰恰
是“身体的”“前反思的”“不言自明的”——它不是被意识调取出来的策略，而是“就是觉得该这
么做”的本能。

所有这些特征都使它成为底部方向感最危险的竞争者：如果底部方向感只是某种“组织内部微缩
版的惯习”——一个在小组织的短暂历史中被微型复制了的阶层惯习——那么本文的独立贡献就将不
复存在。如果老员工群聊里的讨论只是他们各自的、由原生家庭或教育体系赋予的“对品质的在
意”的集体摊牌，那“底部方向感”就不过是惯习在组织情境中的一次应用，不值得被单独立论。

本文的反驳，不是声称布迪厄错了，而是要论证：惯习的理论边界恰好划在“组织特异性”的门
外，而底部方向感跨过了这道门。二者的区分可以从三个维度上被精确锁定：时间引力、熔铸场域、
与对象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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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时间引力。惯习的形成需要时间，而且是“长时间、低强度”的时间——一个孩子需要在
他的阶级家庭里生活十几年，才能把说话方式、味觉偏好、对权威的态度这些东西从社会结构“转
译”为身体本能。惯习是一种岁月累积出的沉淀。但底部方向感的形成走的是截然相反的时间路径：
它是在“极短时间内、极高强度”的条件下，被一次灾难性的共同滞留烧进身体里的。Jawbone的早
期工程师团队在被一个具体的死结（低功耗下的抗噪算法与腕带材质触感）死死压住的五六年里——
五六年相比于一个人的全部生命经验当然不算短，但相比于惯习所需的代际时间尺度，它短得像一次
爆炸——被高强度地共同烹煮。这种烹饪方式更像创伤性熔铸，而非潜移默化的浸润。创伤形成的身
体记忆，其不可撤销性来自一次事件所携带的强烈情感与认知冲击的瞬时烙印效应——它绕过了需要
时间累积的“学习”通道，直接切入了长期记忆的物理基底。惯习能够解释为什么一个人“就是喜欢
吃这样的东西”而不需要理由；但它不能解释为什么一群人在短短的几年内就被共同烙上了一种他们
自己都无法甩掉的方向——因为他们经历的是一次共同的历史事件，而不是一段共享的社会结构。

第二，熔铸场域。惯习的场域是宏观的社会空间——阶级、学校、教会、文化市场。这些场域具
有相对稳定的、可被社会学统计识别的结构特征。而底部方向感的场域是一个特定的、临时的、往往
反目标的组织熔炉。这个组织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它的规模或行业，而在于它在自身历史上出现了一
段深度滞留期。这段滞留期不是任何一个宏观社会结构的缩影——它的具体困境、它的具体人物、它
的一连串不可复现的偶然取舍，都是这个组织独有的。惯习之所以能作为一种社会学概念成立，恰恰
是因为它可以被阶级、教育水平、职业群体等因素大致解释——你可以通过一个人的出身大致预测他
对抽象艺术的反应。但没有人能通过一个人的阶级出身，预测他是否会在组织崩解后仍然关心一颗麦
克风的亚毫米级位移。因为这个执念不是社会场域的结构性映射，而是“这个组织的历史铭印”。这
也就是为什么惯习是“被结构化的结构”，而底部方向感是“被事件化的痕迹”——前者印着社会关
系，后者印着历史时刻。

第三，对象特异性。惯习的作用范围是广泛的、跨情境的——它是一个人面对整个社会世界时的
通用性情倾向。而底部方向感的作用范围是极度局部的、锁定在这一组织所处理的特定死结上的。
Jawbone的老员工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可以完全适应新公司的文化、新行业的标准、新产品的逻辑——
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作为社会行动者的惯习确实在起作用，甚至可以覆盖他们在Jawbone期间被职业
经历所修改的那些部分。但有一小块区域是覆盖不了的：当他们偶然碰到某一个特定的工程难题——
比如被要求评估一款新的穿戴设备的麦克风布局时——他们体内那个被Jawbone滞留期烧进去的特定
敏感会突然被点亮。这不是他们作为一个社会阶级成员的本能，也不是他们作为音频工程师这个职业
群体的共同惯习。它甚至不能被他们自己控制——它是一种身体对那个特定技术触感的“认出”，而
不是一种可以被策略性地运用的知识。正是这种“对象特异性”，使得惯习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
系的身体化”，而底部方向感则是“一段组织历史的身体化”。前者可以被社会学的宏观透镜识别，
后者只能被组织研究的历史显微镜捕获。

这个区分一旦被钉死，就可以反过来为底部方向感的不可销毁性提供第一块机制性的基石：它之
所以在个体后续的职业生涯中没有被覆盖，不是因为它“更强”，而是因为它的记忆格式不同于惯习
的“浸润式沉积”。惯习之所以无法被轻易抹除，是因为它通过常年的重复变成了一种身体的自动化
程序——但其强度来自时间的长。底部方向感之所以不可销毁，是因为它通过一次灾难性的高强度共
同事件被瞬时熔铸——其强度来自冲击的烈。后者的不可撤销性更接近于创伤记忆的逻辑：一次足够
烈的事件，足以在短时间内形成此生不可磨灭的印记，不需要日复一日的重复来加固。这解释了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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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在势能依赖期，表层的组织行为、战略话语、仪表盘叙事可以被完全替换成势能的语言，而底部方
向感却被“包裹”在内能的现象形态之下被保存下来——因为它不是一条可以被重写的信息，而是一
道已被烧死的疤。疤痕组织不会因为皮肤表面换了新的衣服就消失。它对组织的绝对边界的揭示，也
在此处获得了本体论的根据：它之所以构成这条不可逾越的火封线，不是因为它强大，而是因为它就
是那个“已经被那样烧过一次，不可能再被烧成别的样子”的不可撤销的事实。

一旦悬置了“内能是属性”这条假设，并且论证了底部方向感不可被惯习收编，对Jawbone崩解
期异象的追问就必须被正面处理。内能如果真的被势能抽干了，那么这些老员工在群聊里反复讨论的
那个“更好”，究竟是什么？最省事的回答是：那是内能的残渣，是被烧干的河床底下最后那点渗不
出来的湿气。这个回答正确得可疑。因为它用了一个物化的隐喻——残渣——把一种深层的不自洽体
面地盖住了。如果“残渣”还能驱动人去反复讨论一个具体的、在商业上完全无望的工程难题，那它
与真正活着的内能在现象上的区别，就只剩下“有没有一个还能运作的组织来执行它”——而这不是
内能本身的区别，这是外部条件的区别。

本文的整个理论支点，就压在Jawbone崩解期这一处微小异象上。这件事必须被写透彻。在这个
论证截面，最有杀伤力的攻击来自社会心理学——它只需要一个简单的替代解释，就足以让整栋理论
大厦从内部坍塌：这些老员工的自发讨论，无非是落魄精英的一种“同温层自尊维护”。他们的公司
完了，他们的行业地位丢了，他们在商业世界里已经拿不出任何可以被公开承认的成就。于是他们在
那个私密的老同事群里，反复咀嚼一个只有他们自己才懂的、外人根本无法评价的技术细节，以此来
修补受损的身份认同，向彼此证明“我们依然是有品位的、有技术信仰的、不同于那些成功但庸俗的
公司”。这根本不是内能的余火在燃烧，这是一群失意者在用无人能懂的技术黑话进行象征资本积累
——只不过这场积累不面向外部市场，而是面向那个曾经共享荣耀的内部小圈子。

这个解释是俗常的，但它构成了本文最难缠的敌手。因为它的解释力极强——强到很多经典
的“组织忠诚”“技术信仰”“工程师文化”案例，一碰到它就被瞬间收编。那些对前公司念念不忘
的工程师，他们究竟是真的被某种不可移易的技术精神所驱动，还是只是通过对那段历史的反复缅怀
来维持自己在后职业生涯中的身份尊严？如果这个区分无法被清晰划出，那么“底部方向感”就会降
格为“自尊防御机制”在组织残骸期的一种特定表现形式，不再具有独立的理论地位。因此，本文必
须正面迎战这个替代解释，手段不是理论驳斥，而是对那个异象本身的内部构造进行逐项解剖。

判据在于讨论的具体技术内容是否具有足以撕裂自尊解释的“日常反共识锐度”。如果这群老员
工只是为了维护身份尊严，他们应该倾向于讨论那些与Jawbone品牌叙事高度相关、且能被外部行业
公认为“高难度”的公开技术成就——比如Jawbone曾经领先一代的语音降噪技术、或是那条被苹果
夺去的健康追踪产品线。这些话题具有最大象征资本效应：它们既能唤起往日荣光，又能让任何不持
偏见的外部观察者也承认“他们确实厉害”。这符合所有关于身份维护与社会地位补偿的经典预测。
但他们在群聊里讨论的不是这些。据前员工受访材料的复述性转写（其逐字记录并不可查证，详见文
末注[3]），群聊里反复出现的讨论对象，是下一代假想产品中一颗麦克风的摆放位置——需要往左挪
一个亚毫米级的距离，以配合他们在上一代产品末期摸索出来、但从未被商业化的低功耗风噪抑制算
法。这个细节的耐人寻味之处，不是它的技术复杂度，而是它身上承载的三重“私密性”。

第一重私密性：它是反共识的。在当时的可穿戴设备行业，主流方向已经全面转向传感器集成与
健康数据分析，麦克风的物理摆放早已不是任何一家公司投入研发资源的核心议题。执着于亚毫米级

6



位移，在行业通行的技术评价框架里甚至算不上“高难度的技术攻关”；它更像是一种对已被历史抛
弃的特定产品形态的完美主义偏执。一个想要通过技术讨论来获得自尊的人，不会选择这个连外行评
委都没有的题目。因为自尊维护需要一个公共评级的坐标系——你的成就要能被第三方识别为成就。
而那颗麦克风的位移，恰恰无法被任何公共评级框架所识别：它既不会被写进任何技术博客的年度创
新榜单，也不会被招聘官视为亮眼的履历。它是彻底“私密”的——只有在那段特定的历史中、在那
一群被同样的问题折磨过数月的人眼里，它才是一件值得在意的事。它甚至不是一件“事”，它只是
一种在意。一种你无法向外界证明其价值、却又偏偏无法不去拥有的在意。

第二重私密性：它锁定的是一个已经在上一代产品中被“解决”——但不是以他们认为正确的方
式被解决——的遗留死结。那颗麦克风在最后量产时是按另一个工程团队的方案摆放的，因为那个方
案更省电、更容易通过规格测试。老员工知道这一点。他们当年输了那场内部争论。现在公司都死
了，没有人会去纠正他们那套方案。但他们没有停止讨论它。如果这是一场自尊维护，他们应该重写
历史、把败局解释成被目光短浅的管理层拖累的传奇悲剧。但他们在做的，是继续在那条已经死了的
技术路径上，像一个仍在出活的工程团队那样，认真琢磨“如果还有下一代”——不是“如果当年没
有被管理层否决”，而是“如果还有下一代”。这不是身份叙事，这是方向的惯性。它甚至不是一
种“你可以展示给外人看”的身份，因为外人连那颗麦克风的争议存在过都不知道。

第三重私密性：它连内部的“我们”都未必能共享。这群在群聊里讨论的老员工，是Jawbone最
早期那批在滞留期里被同一个死结深深淬过的人。他们的讨论话题与Jawbone后期在势能期入职的员
工——那些从未经历过早期滞留、一直按照清晰仪表盘执行任务的员工——几乎没有交集。如果他们
的讨论是为了维系“我们”这个共同体的身份边界，那么这个“我们”恰恰不应该建立在一种无法被
后来者共享的技术执念上——因为这意味着你们的身份密码，连你们自己公司的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他们事实上没有在维系任何“组织”的身份边界，他们在维系的是自己被某一段历史刻在身体里的方
向的惯性。这个惯性不需要任何观众、不需要任何共同体来承认。它只是还在烧。

至此，自尊维护的解释可以宣布失效。它的失效不是因为它“错了”，而是因为它的逻辑结构恰
恰要求一种朝向外部评价的自我展示——无论那个“外部”是社会、是行业、还是他们自己的社群
——而老员工群聊讨论的内容，从技术选型的私密程度到对败局的技术忠诚，全都指向一个方向：他
们不是在向任何人证明任何事。他们只是无法不去往那个方向看。

但自尊维护的解释还有一个更隐微、更致命的升级版本：这不是表演给外人看，而是“叙事身
份”的自我维系。他们不需要外部观众，他们本身就是自己的观众。通过反复讨论这个只有他们自己
懂的技术死结，他们维系的是“我是一个有技术信仰的、纯粹的工程师”这个自我叙事。这个解释不
需要观众，只需要一个自洽的故事。它比自尊维护更难以被击溃，因为它不再依赖“表演—观众”的
理论架构，而是植根于个体对自身生命故事的意义建构需求——一种被叙事心理学充分论证过的人类
基本动机。

本文的回应，集中在一个被既有替代解释完全忽略的细节上：群聊讨论的时态。叙事身份理论处
理的是一种回溯性的意义建构——个体通过选择、编排、重述过去的经历片段，编织出一个连贯
的“我是谁”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时态是过去时。但老员工群聊里讨论的，不是“当年那颗麦克风我
们做得有多好”，不是“我们曾经如何坚持不被理解的技术信仰”——那是叙事身份的典型动作。他
们讨论的是：“如果还有下一代产品，这颗麦克风该怎么摆。”将来时。这是一个面向未知的、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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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的前摄性姿态。他们不是在缅怀过去，而是在一个虚拟的未来里继续解决一个真实的工程问
题——这个问题在商业上早已无人关心，在技术上早已被行业抛弃，但在他们的认知结构中，它仍然
是一个“有待解决的死结”，不是一段“可被讲述的往事”。叙事身份的生产过程是一个“作
者”对“素材”的选择与编排——它是可以被停止的策略。但这群老员工对那颗麦克风的讨论，偏偏
停不下来。它不是被编排进自传的素材，而是一个仍在发出信号的、尚未结案的问题。这种“无法不
去解决它”的强制性，无法被叙事身份的自愿性建构逻辑所容纳——你可以选择不讲你的故事，但你
不能选择一个死结在你体内不再是一个死结。

这一区分同时也构成了本文与魏克的组织意义建构理论之间最关键的实证分离面。意义建构是回
溯性的——组织成员在经历模糊、混乱、断裂之后，回顾性地将碎片经验编织为可理解的故事，以此
重建方向感。但老员工的群聊讨论没有“回顾性编织”的动作。他们没有在复盘Jawbone为什么失
败，没有在重述那段经历的意义。他们是在一个已经被解散的组织的残影中，继续以工程团队的问题
解决模式运转着。意义建构解释不了这种运转，因为意义建构需要的是一个困惑的主体在面对模糊情
境时主动寻求秩序的动机，而老员工们已经不是“困惑的主体”——他们的认知已经被那段滞留期烧
成了一个固定的形状，那个死结对他们来说从来不是“模糊的”，它是清晰的、迫切的、仍然未被他
们亲手合上的。意义建构不能解释一群人对一个外人看起来毫无意义的问题持有如此固执的关切，因
为它假定了“意义”是在回顾中被“赋予”的，而底部方向感却是在回顾成为可能之前，就已经作
为“只能往那儿看”的身体定向被强行植入的。它不是被赋义，它是被刻入。这也就是为什么魏克的
理论框架在面对这种“没有困惑的意义生产”时，会陷入无语——他不是错了，而是他的理论建筑在
另一个楼层上。本文要做的，就是指出在这个楼层的下面，还有一层更深的地基：在那里，方向不是
被建构出来的，而是被烧出来的。

论述至此，还必须正面迎战一个来自认知科学方向的强有力的收编企图：这不过是“隐性知
识”。波兰尼意义上的隐性知识——那种我们知晓却无法言说的认知基底——与底部方向感在现象形
态上高度重叠：它们都是身体性的、难以被语言表述的、在长期实践浸泡中形成的。老工匠知道“这
一窑火候对了”却说不清楚他凭什么知道，老员工对“那颗麦克风必须往左挪一点点”的执着同样无
法被转译成可以写在SOP里的理由。两者都指向一种“比语言更深的知道”。

但本文必须指出，这一表面上诱人的类比，恰恰抹平了底部方向感与隐性知识之间一道关键的本
体论鸿沟。隐性知识指向的是关于“如何做”的默会认知能力——知道这一窑火候到了，知道那首曲
子该怎么弹，知道这片木材该怎么下刀。它的存在，以“做”的能力为条件，在“做”的场域中显
现，随“做”的能力的衰减而隐退。老工匠一旦不再烧窑，他对火候的隐性知识就失去了被激活的场
合，它仍在记忆里，但已不再运作。而底部方向感指向的是更底层的东西：在被剥夺了所有“做”的
能力与场合之后——没有窑可烧、没有麦克风可摆、没有任何可供驱动这一知识的行动载体——它仍
然作为一种“只能往那儿看”的强迫性定向而持续燃烧。隐性知识回答“如何做（know-how）”，
底部方向感回答“往哪儿看”。前者的默认存在方式是“在做之中”，后者的存在方式恰恰是在“不
能做之后”才第一次以自身的赤裸形态暴露出来。隐性知识可以在行动能力丧失后沉入休眠，底部方
向感恰恰在行动能力彻底丧失后才被剥掉所有伪装、作为不可销毁的残余现身。这就是本文为它划出
的不可还原的新辨别面：隐性知识是一种与“有能力做”绑定的认知存量，底部方向感是一种与“有
没有能力做”无关的、只关乎“心必须往哪儿放”的方向结构。前者是有对象的“知”，后者是一种
无对象的、仅剩方向本身的“向”。这一区分并非文字游戏。它意味着，当我们将老员工的执念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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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归入“隐性知识”的范畴时，我们错失了它最核心的理论启示——内能的本质不是一种可以被耗尽
的知识储备，而是一种在被剥夺了一切可用性之后依然无法被熄灭的方向执守。

与此同等重要的是对另一个未出场对手的正面击退：组织印记理论。Stinchcombe与Marquis等
人的工作表明，组织在创立初期会被外部环境刻下持久的、结构性的“印记”——如特定的科层形
态、薪酬体系、战略逻辑——这些印记会在组织生命周期的很长时间内持续影响其战略与行为，即便
环境已经改变。这一理论与底部方向感高度同构：二者都涉及“过去如何不均衡地影响现在”，二者
都指向一段特定历史时期的持久效应。老员工对那颗麦克风的持续敏感，有没有可能只是他个人职业
生涯早期形成的、如今已经过时但难以改变的“职业印记”？它与组织层面的“底部”有什么关系？

本文的分离线划定在三个面上。其一，承载层的性质不同。组织印记理论处理的是结构性、制度
性特征——它们是组织层面的、被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所固化的特征，可以在组织存续期间被观
察、被测量、被传承。底部方向感则是身体性的、前于结构的本能敏感，它的承载者是个体的身体记
忆，它的作用方式不是通过制度的持续运作，而是通过个体在特定情境下被“点亮”的身体反应。其
二，作用的时间窗口完全不同。印记理论解释的是“组织为什么在存续期间保持某种形态或战略”，
它的观察窗口是组织的生命周期之内。而底部方向感最完整的暴露时刻，恰恰是组织已经死亡之后
——它不是解释组织为什么活着时做某些事，而是解释组织已经死了之后为什么还能在某些人的认知
结构中留下一个无法被任何后续组织收编的定向痕迹。印记理论从来不会去问“组织解体后印记还存
在吗”，因为它的理论关切在组织存续期的战略与结构。而本文恰恰是从这一理论不再追问的地方开
始的。其三，也是最重要的，印记理论的机制是“制度化的持续”——印记之所以能持续起作用，是
因为它已经嵌入了组织的正式或非正式制度中，被角色、流程、评价体系所固化。而底部方向感的存
留机制恰恰是相反的：它之所以能在丧失了所有制度化载体之后依然存在，恰恰是因为它的沉积方式
是非制度化的——它没有被写进任何员工手册，没有被植入任何绩效考核，它是一段共同创伤在个体
身体里烧出的一道疤。疤痕不需要制度来维护它的存在。这一分离线同时回应了一个可能的质疑：老
员工的这种执着，有没有可能只是他们个人职业生涯早期形成的、如今已经过时但难以改变的“个体
职业印记”？如果它只是个体职业印记，那么同样职业背景、同样年龄、同样在可穿戴设备行业度过
早期职业生涯的工程师，即使没有经历过Jawbone早期滞留期，也应该表现出类似的对特定技术细节
的顽固关心。但本文的预测是，只有那些共同经历过那段深度滞留期的Jawbone老员工才会对那颗特
定麦克风的亚毫米级位移持有这种强迫性的关切——因为它不是“可穿戴设备行业早期”的产物，它
是“Jawbone那段历史”的产物。这也就回答了为什么个体职业印记的解释无法收编底部方向感：前
者是行业年代学的结果，后者是组织传记学的结果。

现在需要追问的是：这层被剥离出来的底部方向感，究竟是怎么被筛出来的？第二章已经论证了
它不能被归入惯习、隐性知识或组织印记，但还没有交代它的发生机制。如果只是说“势能撤走之后
它就露出来了”，那等于什么都没说。势能撤走之后，绝大多数组织的残骸中其实什么都没有——成
员离散、记忆消散、一切归于沉寂。为什么Jawbone的残骸中会有这一层余火？它需要被逼到一个特
定的处境中才能暴露。本文将此残生过程的核心条件命名为“无困之困”。

无困之困不是“没有问题”。崩解期的组织，其外部处境可以说全是问题。但这些问题没有一个
是“属于自己”的——拖欠的债务是投资人的问题，未交付的订单是客户的问题，离职员工的遣散费
是法律的问题。组织唯一剩下的，是被这些外部问题挤到最角落里、连自己都不好意思称之为“问
题”的某种微弱的、失压的操心。那就是：我到底还想做什么。这个操心不是从正面逼迫你回答，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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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倒退着黏在你身上。你无法把它写进任何一份给投资人看的计划书里，因为那上头已经没
有“我”的位置。你也不能把它宣布为公司的下一步战略，因为你已经没有战略。你甚至不能管它
叫“执念”，因为执念还有一种对抗现实的硬度，而它连对抗的对象都没有了。它就是那个在所
有“必须做的事”都消失之后，依然不被消耗、依然隐隐发痒的、多余的、奢侈的方向残余。这就是
无困之困：不是在困扰中停留，是在一切困扰都被清理干净之后，依然消散不掉的那个“停留”本
身。

但仅有这个状态的描述还不够。必须追问它的发生学机制：势能的撤出，是如何作为一个“清洗
剂”，精准地溶掉了包裹在底部方向感外面的那些“语义层”——战略话语、仪表盘逻辑、外部叙事
框架——却留下了“触觉层”的？这个过程不是自动的。外部压力的崩塌同样可以仅仅带来虚无——
成员各自散去，各自寻找下一份工作，各自把那段历史归档为一个“我曾经在一家失败的公司工作
过”的简历条目。为什么在Jawbone这里，崩塌逼出的不是纯粹的涣散，而是方向残余？

本文的机制解释指向内能的“包裹”结构。在势能依赖期的漫长高压下，内能的活跃层——组织
在当期可以调用的决断力、战略判断力、协作驱动力——几乎完全被势能信号所接管。仪表盘替代了
困惑，最佳实践替代了自身的摸索，资本叙事替代了对方向的自主定义。但这个替代，只发生在一个
特定的认知通道上：语义层。战略话语、决策优先级、外部叙事框架——这些都是可以被写进报表、
路演PPT、KPI公式的语言，它们构成了组织表层的“官方认知系统”。势能的仪表盘侵入的正是这一
层：它用一套新的语义体系覆盖了组织原生的语义体系，让组织习惯于用外部给定的标准来定义“什
么是好”“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成功”。这个过程是真实的，而且正如“势能依赖型耗竭”假说
所准确诊断的那样，它系统性地侵犯甚至取消了滞留空间，导致组织不再能够自主生成方向判断。

但关键的一笔在于：Jawbone早期滞留期所烧进去的那层内能，在形成时就根本没有经过语义通
道。早期工程师团队在被死结死死压住的那五年里，不是通过“我们的品牌承诺是卓越音质”这类语
义陈述来内化方向的。他们是在几千个小时的反复试错中——戴上原型机、走在大街上打电话、回来
分析风噪频谱、调整麦克风位置、再戴上出去——把对特定技术触感的判断变成了一种身体记忆。他
们耳朵知道什么是“干净的”风噪曲线，他们的手指知道什么是“不硌手腕”的材质厚度，他们
对“那颗麦克风应该往左再挪一点”的感觉，不是从一条战略陈述中推导出来的，而是在反复被同一
个死结挡回来的挫败中烧出来的。这种记忆的存储格式不是语义命题——“我们信仰卓越音质”——
而是一种程序性的、身体性的认知：他们在听到某个风噪样本时本能地皱眉，在摸到某个材质时本能
地摇头。这种认知的运行方式更接近于“你无法不觉得那不对”，而不是“你记得某个原则告诉你那
不对”。

认知心理学中程序性记忆与语义记忆的经典区分为此提供了一个扎实的跨学科支撑。语义记忆存
储的是事实、概念、命题——可以被语言表述，也可以通过语言渠道被修改或覆盖。程序性记忆存储
的是技能、习惯、身体化的判断——难以用语言表述，也难以被纯语义的输入所重写。一个人可以通
过阅读一本书学会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年份（语义记忆），但无法通过阅读一本书学会骑自行车（程序
性记忆）——后者必须在身体的反复练习中才能形成，一旦形成便几乎不可能被语言指令抹除或覆
盖。Jawbone的资深工程师在早期滞留期所沉积的，正是这样一层程序性的内能基底——它不是“知
道音频应该达到什么标准”（那是语义的），而是“耳朵已经长成了这种特定的听法”“手已经习惯
于这种特定的触感反馈”。势能依赖期的仪表盘信号所攻击的，恰好是语义层：它用新的战略话语替
换了旧的、用新的KPI定义替换了旧的、用新的“成功”叙事替换了旧的。但这些替换发生在一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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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性记忆根本无法被访问的认知通道里。仪表盘的语言从来不谈触感——它谈的是“市场占有
率”“复购率”“品牌声量”。这些指标可以与老员工体内的程序性方向感并存而不冲突，因为它们
不是在同一种记忆格式中运行的。就像一个老手艺人的手对木材触感的判断，可以安然无恙地穿过他
所在的工厂被跨国集团收购、被标准化流程改造、被精益管理优化的全部年份——他每天打卡时
在“效率指标”那一栏签字，但他的手没有因此变迟钝。势能的仪表盘改变了组织的语义操作系统，
但没有擦除基底层的程序性定向。它只是让那个定向暂时丧失了被“用”出来的行动渠道。这也就解
释了为什么势能依赖期的“腐蚀”未能真正抵达底部方向感的基底：真正的腐蚀需要同质通道的替代
——需要用一套新的身体实践去覆盖旧的身体记忆。但势能依赖期所做的恰恰相反——它用一套纯语
义的系统替代了另一套语义系统，而位于程序性记忆层的那团“触觉认知”，从未被触碰。

无困之困作为内能洗练场，提供了与早期滞留空间完全不同的发生路径。《烧干的河床》将初创
企业早期的“滞留”描述为内能的唯一发源地：在一个足够难、足够切身、足够让团队困在里面出不
来的真问题中被迫停留，直到方向自己从困惑中浮出来。这是对的，但它描述的是问题驱动型内能。
Jawbone早期的五年滞留期，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团队被一个具体的技术问题死死压住——在极其有
限的电池与体积约束下，做出一款戴上不丢人的降噪耳机——他们走不掉，他们只能困在里面一遍又
一遍地试，直到那个“这就是我们该做的”的判断自己从困惑里析出。那段滞留期结了晶，结出的就
是后来被本文识为内能的东西：对声音与设计交叉处的本能级判断。但崩解期老员工的群聊讨论，走
的不是同一条路。他们面前没有一个具体的“必须解决否则就死”的问题，没有外部压力逼着他们去
面对任何挑战，没有商业上的必要性。他们就是无法不去想那颗麦克风的亚毫米级位移。这不是问题
驱动，这是多余驱动。不是“被逼着往那儿看”，是“不看那儿就不知道自己的眼睛该往哪儿放”。
因此，无困之困不是滞留的退化形态或末期残余，它是另一条完全不同的发生路径。它不生产组织当
期可用的内能——老员工的讨论绝不会转化为行动，因为已经没有组织可供驱动。它只洗出那个“方
向”的孤独的静像。

势能撤出在这里扮演的角色，可以被精确描述为一种“战略性语义层的选择性溶解”。当外部势
能信号中断——融资叙事不再可信、最佳实践标杆不再闪耀、行业排名不再更新——组织原先赖以运
作的那整套语义操作系统便骤然失效。那些在势能高压期替代了原生判断的仪表盘话语，本质上依赖
于一个外部信号还在持续供应的条件。一旦信号停摆，它们就像失去了供电的屏幕一样，瞬间黯淡。
但那些从未依赖外部信号供应的程序性认知——那个在滞留期被烧进身体的触觉判断——对这场断电
是绝缘的。势能的撤出，洗掉了所有依附于外部信号的语义层，留下的却是那层从未依附于外部信号
的、在身体最深处已经自己烧成一座孤岛的定向基底。这就是“洗练”的机制：它不是把杂质从黄金
中筛出来，而是把镀在石头表面的金粉全部冲走，才第一次暴露出原来石头本身就是一块沉在河底的
火成岩。

至此，一个决定性的判断浮出水面：Jawbone的早年滞留期与崩解期，不是“从有到无”的内能
衰退史，而是内能生成模式的两次截然不同的闪击。前者，内能被生成为可被组织使用的决断力——
它驱动了Jambox的诞生，那是整个Jawbone历史上唯一一次从自己的迷茫中突破的真正的发生。后
者，在老员工群聊的讨论中，内能被洗练成不可再用的、但必须存在的底部方向感——它不是发生的
参与者，而是发生之后的不可撤销的铭印。如果以“组织能力”为唯一尺子来测量这两次生成，前一
次是满的，后一次是零。但如果换上“组织的绝对边界”这把尺，前一次反而是未完成的，后一次才
是第一次完整的暴露。因为只有在丧失了行动能力之后，组织才能第一次触碰到那道绝对边界的火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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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那个“哪怕什么都不剩了，这口气也只能这么喘”的不可选择。在此之前，所有关于“内
能”的叙事都还停留在“组织有能力做什么”的层面。而真正的边界，恰恰是在“丧失了所有能
力”之后才浮现出来的——因为在那之前，你无法区分“组织选择这么做”和“组织只能这么做”。
底部方向感不是组织选择了它，是它选择了这个组织。

此刻可以正面回应本文最核心的那个反驳了：如果底部方向感没有任何实际的商业效能，既不能
帮组织起死回生，也不能转化为任何可操作的管理干预，那它凭什么不是一个哲学概念、而非要是一
个必须被严肃对待的学术概念？这个反驳的分量在于它要求本文在“诊断力”之外，证明底部方向感
概念的工程价值——它能不能让我们解释出此前理论解释不掉的具体现象？

本文的回应不从案例示现切入，而从一项可去实施的检验设计切入。理由是：底部方向感在健康
组织中的显影，恰恰最容易被事后叙事伪造——任何一家没有进入某个市场的公司，都可以在事后把
这一未进入解释为“这本来就不是我们的方向”，而这种解释在财务失利时会被立刻收回。因此本文
不援引任何一家具名公司的自述作为佐证，而是先说清楚：如果底部方向感在健康组织中存在，它应
当以什么形态被观测到。

本文预测存在这样一类组织：它仍在健康运转，没有生存压力，有充分的资源与能力进入某个相
邻的高增长品类，却在对某个方向的“在意”面前自己停住了。它不是被外部数据拦住的（该品类的
增速高于其主业），不是被内部能力拦住的（它完全有能力做出合格的产品），而是被自己底层那
个“往哪儿看”的惯性拦住的。这道拦截在财务上没有任何合理性可言——它放弃的是一个高增长市
场。但恰恰是这种“没有合理性的自我设限”，构成了一个组织的绝对边界。它不是可以逾越的挑
战，它就是组织本身的形状。

这一预测之所以不是套套逻辑，在于它自带一个筛掉伪案例的判据：真正的底部方向感型拒绝，
应当在该品类被证明高利润之后仍然不被重新评估，且拒绝的表述在组织内部（而非对外传播中）先
于市场结果就已存在；而一次事后合理化的拒绝，会随市场结果的变化而改写自身的理由，并且在组
织内部找不到早于结果的书面痕迹。识别方法因此是可操作的：调取该组织在品类扩张决策上的内部
记录，比对“拒绝理由的形成时点”与“市场结果的公布时点”孰先孰后。凡拒绝理由晚于结果的，
一律不作为本文的正例。

Jawbone崩解期的老员工所做的那场讨论，在性质上与上述那类拒绝是完全同构的，而且它免疫
于刚才那条筛选判据——因为它根本没有任何可供事后合理化的对象。老员工们没有任何市场可退、
没有任何产品可做、没有任何“没被占住的市场空位”可供他们去证明自己的选择的正确性。但他们
仍然停在同一种“方向的惯性”里：他们讨论的是麦克风的摆放位置，不是音箱，不是运动手环，不
是任何被仪表盘证明过“有市场”的东西。这是一种纯粹边界——它什么商业用处都没有，但它不可
被撼动；没有它在，他们就是随机可以重新投向任何产品、任何市场的流动劳动力，而他们偏偏不是
任何一种流动的劳动力。他们就是这一种、只能这一种的被方向锁定了的人。那一代老员工的骨头
上，刻着的正是上述那类拒绝所指向的同一条火封线——只不过在他们身上，它已被剥去了一切可以
被商业理由追认的外衣。

这条论证线揭示出一件事：底部方向感的功能，不是“让组织活下去”，而是“让组织停在该停
的地方”。它不让组织变成任何能活下去的组织，它只让组织变成它自己——或者死在变成它自己的
路上。这恰恰是所有管理工具、战略框架、变革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它们在“组织可以变成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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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问题上可以提供无限多的建议，但它们在“组织不可以变成什么样”的问题上永远沉默——不
是说它们否认边界的存在，而是它们连感知这条边界的器官都没有。它们不会问“这个组织只能往哪
儿看”，因为这个问法里没有任何可以算的东西。可正是这个不能被算、不能被优化的边界，决定了
组织在真正关键的交叉路口——不仅是生死的路口，还有一个更微妙的路口：当一个企业可以舒舒服
服地转型成另一种公司、进入一个利润更高、竞争更少的赛道，而它偏偏没有。它不是因为缺资源、
缺能力、缺市场调研。它就是被自己底下的那层余火卡住了。这层余火烧不旺，灭不掉，拖不动，但
它足以让组织在最容易变形的地方保持一种顽固的、不可理喻的不变性。

论文推进至此，必须执行一次严格的近邻检测，证明底部方向感这个新概念不是任何一个既有概
念的换壳。近邻检测的本质是分离：逐一交代每一个看似能覆盖本文判断的既有框架，它恰恰不能解
释的那一个最小剩余差是什么。

近邻一：《烧干的河床》的“内能耗竭”假说。这篇站内文献是本文最直接、最亲密的对话对
象，也是本文哲学地基上的攀岩支点。它的判断是：支撑组织运转的内能，是一种必须依赖特定生态
条件（滞留空间）才能被持续生成的发生链；当外部势能的仪表信号变得极度清晰、高频、无孔不
入，滞留空间便被系统性地取消，导致内能的生成停滞，组织在势能真空期暴露出内在的空心化。本
文与它的分离线在于：内能耗竭的诊断，建立在一个无可争议的机制性前提上——内能可以被耗尽。
而本文以同一个Jawbone案例中的异象（崩解期老员工的自发讨论）为证据，提出一个反驳性判断：
势能撤出并未杀死内能，而是完成了对内能的第一次洗练——它将内能从其可被识别的一切“组织行
动能力”的现象形态中剥离出去，暴露出藏在这些形态之下的一层更不可销毁的“底部方向感”。判
决性对照预测：如果“内能耗竭”假说是完全正确的，那么Jawbone在2016年势能中断后的临床体征
应当表现为“全面丧失了方向关切”——不仅仅是没有人行动，而且是没有人再自发地、无外部激励
地讨论与组织核心方向相关的任何具体问题。如果本文成立，那么在这种极端枯竭的组织残骸中应当
能观察到一种特殊现象：与早期滞留期内能共栖的老成员，会在完全没有组织载体、没有商业前景的
条件下，依然围绕某种极具体的、属于该组织的方向性问题进行自发讨论——讨论的内容不可被既往
势能仪表叙事所还原，讨论的驱动力不是任何外部激励或商业必要性。

近邻二：魏克的组织意义建构。魏克的核心判断：组织在面临模糊、混乱、断裂的情境时，通
过“意义建构”过程——回顾性地将碎片化的经验编织为可理解的故事——来重建秩序与方向。本文
与魏克的分离线在于：魏克描述了意义如何在中断后“被重建”，但他未区分意义建构在不同组织体
内的材料来源。对一个经历过深度早期滞留期的组织而言，在势能撤空后，它的老成员所能调用的意
义建构材料，并不全都来自外部的碎片化经验；有一类材料，来自他们在滞留期内被沉积在身体里的
那条方向的本能——这种材料不可被任何外部势能信号所重述。判决性对照预测：在势能中断后，如
果一个没有任何深度滞留史的组织与一个有深度滞留史的组织面对同样程度的模糊情境，按照魏克的
理论，两类组织的老成员应该表现出类似的“意义建构”活动——即都试图通过复盘、叙事重构等手
段从碎片经验中拼出一个新方向。如果本文成立，那么有深度滞留史的组织的老成员，在势能中断后
表现出的方向性关切，在认知结构上应当是“前于意义建构”的——它不是从复盘里拼出来的故事，
而是已经化成他们“往哪儿看”的本能的了。Jawbone老员工群聊讨论的那个具体技术问题，是一道
他们无法不去关心的题，是一层烧在他们身体里的、对好品质的在意——它不需要通过意义建构来生
成，它就是意义的唯一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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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邻三：柯林斯与波拉斯的“基业长青”核心价值。柯林斯与波拉斯判断，成功组织拥有一套不
随时间褪色的核心价值观，这套价值观构成组织的“内驱力”——“保存核心、刺激进步”。本文与
之的分离线在于：核心价值强调“我们信仰什么”，而底部方向感揭示的是“我们只能往哪儿
看”。“信仰”是一个组织可以自觉持有、可以传播、可以将其写进使命宣言，并在不同战略框架之
间灵活挪用的东西。但一个组织停在自己对某种质地的在意面前、拒绝进入一个明明做得了的相邻品
类的那一刻，不同于“价值观驱动的战略选择”：价值观可以被重新诠释以容纳新品类，而那种“在
另一个方向上使不上劲儿”的感觉不能被诠释掉。前者揭示的是一种可以挪用的价值观，后者揭示的
是一种挪不动的方向的惯性。判决性对照预测：如果组织对某些市场的回避是一种“核心价值观”的
体现，那么当该市场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组织的回避应该被重新评估、有可能被战略性地调整。如
果本文成立，那么即使外部市场提供了再强的战略理由，组织的“回避”依然不是基于价值观的重新
评估，而是基于底部方向感无法被挪动的事实——它不会重新考虑它，它只会感到在另一个方向
上“使不上劲儿”。

近邻四：野中郁次郎与竹内弘高的SECI模型。SECI模型将知识创造的过程概念化为隐性知识与显
性知识之间不断转化的螺旋。本文与SECI的分离线不仅在于“场域瓦解后螺旋中止”，更在于SECI的
整套理论默认知识必须被“转化”和“使用”——它从隐性到显性、从个体到集体、从旧到新的每一
步，都预设了一个能将知识调动起来、扩散出去、整合进新一轮行动的制度载体。但底部方向感恰恰
拒绝这一整套转化逻辑。它不是一种能被“调动”的知识——它没有任何可供调动的行动载体。它不
是一种能被“扩散”的知识——它无法被讲给没有共同历史的人听。它不是一种能被“整合”的知识
——因为它唯一能“整合”的那个组织已经不存在了。它是被凝固在转化链条启动之前的那一段历史
本身——一段拒绝被重新加工、重新命名、重新投喂进任何知识创造螺旋的“历史本体”。判决性对
照预测：对一个已完全丧失制度化场域的前组织成员群体来说，SECI仅预测知识创造螺旋因缺少社会
化的物理共在而中止。本文的预测则是：即使没有任何后续知识转化发生，这个群体仍然能共享一套
高度一致的、无法被还原为“个人特征”的感知取向——体现在他们在非正式渠道里自发讨论的具体
技术方案的选择趋同，且这一趋同无法用“他们受到了相同的行业训练”来解释。

近邻五：波兰尼的隐性知识。这是本文必须面对的最强大的收编对手。隐性知识——那种我们知
晓却无法言说的认知基底——与底部方向感在现象形态上高度重叠：它们都是身体性的、难以被语言
表述的、在长期实践浸泡中形成的。但本文在此划出一条关键的本体论分离线：隐性知识指向的是关
于“如何做”的默会认知能力，它的存在以“做”的能力为条件，在“做”的场域中显现，
随“做”的能力的衰减而隐退。底部方向感指向的是更底层的东西：在被剥夺了所有“做”的能力与
场合之后——没有产品可做、没有组织可驱动、没有任何可供施展这一知识的行动载体——它仍然作
为一种“只能往那儿看”的强迫性定向而持续燃烧。隐性知识回答“如何做（know-how）”，底部
方向感回答“往哪儿看”。前者的默认存在方式是“在做之中”，后者的存在方式恰恰是在“不能做
之后”才第一次以自身的赤裸形态暴露出来。判决性对照预测：隐性知识理论预测，当个体丧失了应
用某一技能的场合时，该技能相关的隐性知识将进入休眠状态，不再影响其日常认知与行为。本文的
预测恰恰相反：在丧失了所有应用场合之后，底部方向感不仅没有休眠，反而第一次以不带任何可用
性的纯粹方向残余的形态暴露出来——它表现为个体在不受任何外部激励的情况下，对与那段历史相
关的特定技术细节持有一种无法自控的、持续的关注倾向，且这种关注倾向无法被同一时期形成的其
他职业隐性知识所同化或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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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邻六：布迪厄的“惯习”。第二章已展开了详尽对话，此处仅收束分离线的要点。惯习是宏观
社会结构通过长期浸润所内化成的一整套身体化的性情倾向；底部方向感是一个特定的、短寿的临时
的组织历史事件，通过灾难性的短期高强度共同烹煮所烧出来的特异的身体记忆。二者的分离在于时
间引力（浸润vs熔铸）、场域性质（社会空间vs历史事件）、与对象特异性（跨情境通用vs锁定特定
技术死结）。判决性对照预测：如果底部方向感只是惯习在组织中的微型复制品，那么从同一阶层、
同一教育背景、同一职业群体中出来的人，在面对相同行业情境时应当表现出趋同的“方向惯性”，
无论他们是否共同经历过一个特定组织的早期滞留期。如果本文成立，那么即使两个工程师来自完全
相同的阶层与教育背景、进入完全相同的行业，如果其中一人经历过Jawbone的早期滞留期而另一人
没有，前者在残骸期后对某个特定产品形态的持续敏感将显著异于后者——这种差异不可被惯习解
释，因为惯习在两人身上是相同的；它只能被归因为一段共同的组织历史。

近邻七：组织印记理论。Stinchcombe与Marquis等人开创的组织印记理论指出，组织在创立初
期会被外部环境刻下持久的、结构性的“印记”，这些印记会在组织生命周期的很长时间内持续影响
其战略和行为。本文与之的分离线在于：其一，承载层的性质不同——印记理论处理的是结构性、制
度性特征（科层制、薪酬体系、战略逻辑），底部方向感则是身体性的、前于结构的本能敏感。其
二，作用的时间窗口不同——印记理论解释的是组织在存续期间的持久效应，底部方向感最完整的暴
露时刻却是组织已经死亡之后。其三，存留机制不同——印记依赖制度化的持续来起作用，底部方向
感恰恰在丧失所有制度化载体之后依然存留，因为它的沉积方式是非制度化的：它是共同创伤在个体
身体里烧出的一道疤，疤痕不需要制度来维护。判决性对照预测：如果老员工的执着只是个体职业生
涯早期的“职业印记”，那么同样在可穿戴设备行业度过早期职业生涯、年龄相仿的工程师，即使没
有经历过Jawbone早期滞留期，也应该表现出类似的对特定技术细节的顽固关心。如果本文成立，则
只有共同经历过那段深度滞留期的Jawbone老员工才会持有这种强迫性的、指向组织特异性死结的方
向关切——因为它不是行业年代学的产物，是组织传记学的产物。

近邻八：跨学科对照——程序性记忆与语义记忆的区分。认知心理学中程序性记忆与语义记忆的
经典区分为本文的核心机制提供了跨学科根基，同时也构成了一种潜在的收编威胁：如果底部方向感
只是一种“组织层面的程序性记忆”，那它与个体层面的程序性记忆有何根本区别？本文的分离线在
于：个体程序性记忆是一种功能性的身体技能——你会骑自行车，这是一个关于“如何做”的程序。
但底部方向感在丧失了所有“做”的功能之后依然存在——它不是一种被保留的技能，而是一种被留
下的方向。它更接近于程序性记忆的一个特殊子类：那种在形成时与强烈情感冲击、共同历史事件深
度绑定的、因而被赋予了方向性意义的程序性记忆——它不是“知道怎么做”，而是“只能往那儿
看”。这一区分与前一近邻关于隐性知识的分离形成呼应：隐性知识管“知道如何做”，程序性记忆
管身体的技能执行，而底部方向感管“丧失了所有做的能力与知之后，还剩下的那个‘向’”。判决
性对照预测：如果底部方向感只是普通的程序性记忆，那么一个人在丧失了应用该技能的场合后，该
记忆应当逐渐消退或至少不再主动影响其认知偏好。个体程序性记忆理论预测一种“用进废退”的衰
减曲线。如果本文成立，那么底部方向感在丧失了所有应用场合（组织已不存在）之后，不仅不衰
减，反而在语义层被势能撤出洗掉之后，以更纯粹的形态暴露出来——它不遵循技能记忆的消退规
律，因为它不是技能，它是方向。

现在可以把整条论证路径拉到终点。一个有机的组织不是一台机器。机器报废之后，没有废料会
继续往同一个方向运转。但一群曾经在一段深度滞留期里共同淌过同一片河床的人，他们身体里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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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被烧进了骨头里的、专门往那个方向拐的火封线。它不是战略，不是文化，不是能力，不是可以作
为组织的遗产被继承、被移植、被并购的资产。它不可转让。它只能随着这些人的散落而散落，无法
被收编进下一家公司的KPI里。底部方向感的唯一形态，就是这个火封线。它不是让组织继续活着，
而是让组织即使死了，也和所有别的尸体不一样。它烧出来的是一个组织无意识深处对自身的绝对边
界的最后一次触探——触探之后，组织就解体了，但边界没有。边界作为一层余温，留在了每一个在
滞留期里被这层内能深刻击穿过的人的、已经不再能为它做任何事的生活里。Jawbone的尸体上，烧
着这道线。那些群聊，那些老员工在其他行业中偶发的偏执，那些在看到某一类音频产品时本能的皱
眉，都是火还没有完全熄灭的痕迹。它不再让任何组织活下去，它只让曾经在那段滞留期里被共同熔
铸过的生命，无法再以不属于那个方向的方式活下去。这就是内能的不可销毁性。

在结论处，必须对全文的核心概念关系做一次明确的收束：内能与底部方向感的关系，不是一个
东西的两种名字，而是一个发生过程的两个位相。内能是组织在其生命周期中可以调用的、活跃的生
命力——它表现为战略决断力、品质执念、自发协作这些可被观测的现象形态。底部方向感是内能的
发生学基底，是内能的“存在本身”，而非它的“能力属性”。在组织健康运转时，基底支撑着活跃
的内能，二者一体两面，难以被拆开观察。在组织全面瘫痪时，活跃的内能被剥夺了所有转译成行动
的渠道，看起来像“耗竭”了——但基底，作为不可销毁的方向感，恰恰在此时第一次暴露出来。它
不是内能的“残余”，它是内能的本相。这一界定避免了让人误以为内能有两种并行的形态，而是澄
清为：一种形态的两个位相——在“有能力做”时表现为可调用的内能，在“丧失一切能力”后暴露
为不可销毁的方向感基底。

现在可以回到本文的原初问题了。本文的起点是“小微企业与战略中心型组织”的比较。改切后
的论证走完了从“势能撤出洗练内能”到“底部方向感是组织绝对边界”的完整路径。这篇论文最终
要回答那个被公开搁置的问题：两种组织形态，在本文的新框架下该被如何理解？本文的核心判断在
此处给出了它的原生答案：两者的死活，在财务报表上可以是同一张，但在组织的本体论上不是同一
个事件。经历过一段真正深度滞留期——在那种没有外部信号指路、没有仪表盘可以参照、只能困在
一个死结里反复碰壁的岁月里，团队被共同烹煮、方向被烧进骨头——的组织，不管它是小微企业还
是战略中心型的大公司，死后是会有余火的。而那些从未被这样烹煮过的组织，它们只是在势能的托
举下被组装成一台高效的执行机器，在每一个阶段都跑在清晰的仪表盘信号里；它们的死不会有余
火。火需要燃料，燃料是那段在滞留期里被烧进身体的历史。没有这段历史，势能撤走后，什么都不
会剩。这就是“死亡”对有机的组织与对组装组织而言，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事件：前者是发生了的
事，后者只是停下了的事。我们不是要通过对余火的观察去“复原”组织曾经有过的某个“本真状
态”——那个状态并不存在于某个被遮蔽的过去里，等着被发现。我们要做的是通过余火来指认出这
样一件事：这个组织在解体之际，为自己划下的那道绝对边界是什么。我们不是在复原它的“真实样
貌”，而是在识别它发生过程中最后留下的那个不可撤销的历史印迹。这是一个识别的动作，不是一
个复原的动作。对发生过的事，我们还能通过余火去识别它曾以怎样的不可取代的方式存在过；对停
下了的事，连识别的入口都没有。

本文的边界如下。第一，底部方向感的识别依赖于对“已经丧失了全部行动能力的组织残骸”的
现象学观察，这一极限状态的样本数量极少，这决定了本文在实证阶段的被检验形式不是大规模统计
检验，而是关键案例的异象比对——随着更多企业在未来势能退潮期中表现出或未表现出本文所预测
的“残余方向性”现象，本文或可被加强、或可被局部修正。第二，本文所引用的Jawbone案例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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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主要基于公开可查证的媒体报道、前员工公开访谈记录及行业分析报告，并在论证中对部分细节
进行了类型化处理。这些材料在理论建构阶段的作用是以思想拓展为旨归的示例性举证，而非严格意
义上的系统实证数据。本文概念在实证层面最诚实的空白在于：目前尚未被加工成一个可供独立实施
的测量工具——如何将“底部方向感”操作化为可被量化的、区别于个体职业惯习与行业通识的观测
指标，是后续实证研究需要解决的核心课题。第三，无困之困的发生需要一段深度的、长期的、实打
实的早期滞留期作为前置条件。一个从未经历过真正滞留期的组织，哪怕同样遭遇势能撤出，其残骸
中也不会有底部方向感可供被洗出来。这就构成了本文最核心的证伪条件。

本文的证伪条件是这样：如果能够在多个组织的崩解期中发现，那些曾经同样经历了深度早期滞
留期的核心成员，在组织全面解体之后，没有表现出任何超越个人职业惯性、超越行业通识的自发
的、具体的方向性共同关切，那么本文所谓的“底部方向感”就是被过度美化的偶然现象。如果在势
能撤出后，大量样本中出现的只是成员的随机离散、各自依职业习惯重新就业，没有留下任何方向性
的共同残火，那么本文对内能不可销毁性的判断便可以被抛弃。届时，“内能耗竭”的假说才是对的
——势能真的杀死了一切，组织的死亡就是一台机器的停工，残骸中没有活着的东西需要被指认。

注释

[1] 本文最初的研究起点是“小微企业与战略中心型组织”的比较，但在研究推进中，为了检验“内能耗竭”命题的极
限边界，分析单位被调整为“组织残骸期的体内残留物”。这一方法论改切保留了重返原初问题的理论通道，详见
结语部分的说明。

[2] 本文所批判的“势能依赖型耗竭”假说，源自一篇未刊稿《烧干的河床：论组织内能在势能依赖中的隐性耗竭》。
该文对本文的理论建构起到了关键的参照作用，本文试图在其基础上提出一个针锋相对的判断。

[3] 本文引用的Jawbone公司案例素材，主要基于公开的媒体报道、行业分析及部分前员工的公开访谈记录。对于论证
所倚重的“老员工群聊讨论”这一具体事件，目前的公开材料中缺乏可直接逐字查证的完整对话记录。本文在论证
中将其作为一种理当被认真对待的、具有思想拓展功能的示例性证据来使用，并对涉及的多个技术细节进行了类型
化处理。这构成了本文实证基础目前的最诚实的局限——本文的概念体系如果要在实证层面被完全确认，需要后续
研究基于更完整的一手访谈数据进行交叉检验。关于本文所依据的访谈材料出处及相关背景信息，如有需要可向作
者索取详细说明。

[4] “无困之困”是本文构造的一个分析性概念，用以描述组织在丧失所有外部压力之后仍无法消散的方向性操心。它
与心理学中的反刍思维或存在焦虑等概念的区别，在于其明确的历史发生学来源——即一段深度组织滞留期的产
物。

[5] 布迪厄的惯习概念是本文的理论对手之一。必须指出，本文仅在“前反思的身体性方向惯性”这一点上与惯习进行
对话，不涉及对布迪厄整个理论体系的评判。关于惯习与底部方向感的详细区分，参见第二章及第五章近邻六。

[6] 本文的证伪条件设定为：若在多个组织崩解案例中均未观察到预期的底部方向感现象，则本文理论将被削弱。这一
定位承认了当前研究以关键案例为基础的局限性，并为后续的大样本检验提供了可能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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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论一·全球近邻补切（编辑增补）

本文原稿的近邻检测是本站迄今最完整的一套：八个对手，逐一给出分离线与判决性对照预测。
编辑在核验阶段仍找到两个未上桌的对手，其中第二个对本文构成真正的威胁。

对手一：康纳顿的「体化实践」。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1989）中区分了两类记忆载体：
铭刻式实践（写下来、存起来的）与体化式实践（沉积在身体姿态与操作中的）。他论证后者比前者
更难被改写，因为它不通过文本渠道传递。这几乎就是本文「程序性记忆／语义记忆」区分的社会学
版本，而且早了三十余年，且已在共同体层面而非个体层面成立。

分离线在维持条件上。康纳顿的体化记忆需要操演来维持——纪念仪式、重复的身体动作、共同
在场；一旦社群解散、操演停止，它就进入衰减。本文的底部方向感则主张，在所有操演载体消失之
后、在零聚会零往来的条件下，它仍然完整燃烧。判决性对照预测：比较两组前成员——一组仍保持
定期往来与共同回忆的操演，另一组多年零往来——在同一技术刺激下的反应强度。康纳顿的框架预
测二者差异显著，且反应强度随往来频率单调上升；本文预测二者无显著差异，因为被点亮的不是被
维持的记忆，而是一道已经烧死的疤。若观测到单调关系，本文的「不可销毁性」应当被降格为「维
持良好的体化记忆」。

对手二：蔡格尼克效应。这是编辑认为本文最需要正面战胜、而原稿完全未提的对手。蔡格尼克
在 1927 年就证明：未完成的任务在记忆中保持着比已完成任务更高的可及性与侵入性，人会反复不由
自主地回到它。用它来解释老员工反复讨论那颗麦克风，只需要一句话——那是一个没做完的活儿
——完全不需要任何组织本体论，不需要「滞留期」，不需要「创伤性熔铸」，也不需要「绝对边
界」。它是本文全部理论建筑的最省事的替代解释，因而也是最危险的。

分离线落在闭合上。蔡格尼克效应的机制核心是紧张系统的未闭合，因而它预测：一旦任务以任
何方式被闭合，侵入性关注即行消退——被告知「该问题已由他人解决」、「该产品线已终止」都算
闭合。本文预测的方向相反：底部方向感不是任务而是方向，它不因闭合而消退。由此得到一个干净
利落的判决性实验：向两组前成员分别提供可信信息，称那个技术死结已被另一团队以另一套方案解
决。蔡格尼克效应预测关注度显著下降（活儿有人干完了）；本文预测关注度不降反升——因为「以
另一套方案解决」恰恰在方向上不被认同，它闭合了任务却撞上了方向。若观测到关注度随闭合而单
调下降，本文的核心判断（内能的本质在于它不能被销毁）即被推翻，「底部方向感」将退回为蔡格
尼克效应在组织残骸期的一个特例。编辑认为，这条实验是本文目前最值得优先去做的一件事：它成
本低、可操作，而且胜负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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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论二·与站内既发论文的划界，及一项关于对手可及性的说明（编辑增
补）

一、本文的批判起点是一篇读者无法查阅的未刊稿。本文以《烧干的河床：论组织内能在势能依
赖中的隐性耗竭》为批判对象，而该稿未刊、本站亦无。这意味着读者无法核对本文对它的复述是否
忠实。编辑不主张删去这一起点——本文对该稿核心判断的复述（内能是一条依赖滞留空间才能被持
续生成的发生链；势能仪表盘取消滞留空间，故内能生成停滞）在文中交代得相当完整，读者可以按
「本文自述的对手立场」来评判本文的推进是否成立。但请读者明确：本文与该稿之间的忠实度问题
在当前材料条件下不可裁决，评价本文时应只就其自述的对手立场评价，不应视为对该稿的定论。

二、与《制度求生》（之九）的呼应与差别。之九主张飞地一旦被正式命名、制度化即失效——
被看见即死。本文的底部方向感在这一点上走得更远：它不仅不能被制度化，它连被「用」都不能
——它没有任何行动载体可供施展。二者的共同判据是可命名性，但因变量不同：飞地的因变量是判
断力的再生产（还能不能长出新判断），底部方向感的因变量是方向的存续（还认不认那个方向）。
分工判据：一个飞地被彻底铲平的组织，本文预测其底部方向感仍在；若观测到飞地铲平后方向感同
步消失，则二者其实是同一个东西的两个说法。

三、与《代理性生成》（之五）的划界。之五讲外部代做答案之后，经营者没有形成能够承担不
确定性的内部结构——那是一个关于「结构未曾生成」的诊断。本文讲的是「结构已经生成、随后被
剥夺了全部行动能力之后还剩下什么」。二者恰好是同一条轴的两端，且本文第七章的结语已隐含这
一对照：从未被内能击穿过的组织，其死亡不会有余火。编辑建议作者在后续修订中把这条对照明写
出来，它是本文与自己既往工作之间最有价值的一处接榫。

附论三·编辑校订说明（编辑增补）

一、第六章跨案例比较的整体改判（本次最重的一处改动）。原稿在此处援引一家具名内衣公
司，称其「始终没有进入运动内衣赛道」，并引述其创始人一句被称为「被媒体反复引用」的判断，
用以证明底部方向感在健康组织中的活体示现。编辑核查公开记录后确认：该事实与实际情况相反——
该公司早在 2019 年 7 月即推出了独立的运动子品牌，并且正是以运动文胸切入该品类，此后拓展至运
动全品类，运动系列在其线下营收结构中占比已超过两成；所引创始人语亦无可核出处。用来证明
「组织被自己的方向感拦住」的例子，恰恰是一个反例。

处理方式不是删掉整节——该节承担着回应「这凭什么不是一个哲学概念」这一致命反驳的功
能，删掉会让本文失去对工程价值的交代。编辑将其改写为不点名的声明性类型情景，并补入一条筛
掉伪案例的判据：真正的底部方向感型拒绝，应当在该品类被证明高利润之后仍不被重新评估，且拒
绝理由的形成时点早于市场结果；而一次事后合理化的拒绝，会随市场结果改写自身理由，且在组织
内部找不到早于结果的书面痕迹。识别方法因此是可操作的：比对内部记录中「拒绝理由的形成时
点」与「市场结果的公布时点」孰先孰后。这一改法的代价是本文在健康组织一侧失去了一个现成的
例证，收益是它换来了一条可以去做的检验，并且顺带解释了为什么这类例证极难取得——任何未进
入某市场的公司都可以事后声称那不是自己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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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材料口径的自相矛盾已统一。原稿摘要称群聊内容「据可查证的受访前员工回忆」，而文末
注[3]又承认「目前的公开材料中缺乏可直接逐字查证的完整对话记录」。编辑按后者统一：正文相应
处已改为「据前员工受访材料的复述性转写（其逐字记录并不可查证）」，并指向注[3]。本文所引的
两句前员工话语应被理解为复述性转写，而非逐字引文。

三、作者的论证结构、核心判断与八项近邻切割一字未动。附论一、二、四为编辑增补。本文页
面所标创新智商为原稿盲评分与本次增补的修改设计目标，均系编辑自评，待独立复评。

附论四·本次增补所核验的文献（编辑增补）

Connerton, P. (1989). How Societies Rememb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Zeigarnik, B. (1927). Über das Behalten von erledigten und unerledigten Handlungen. Psychologische
Forschung, 9, 1–85.

以上两条为编辑补入，原稿未引。原稿自带的参考文献（布迪厄、柯林斯与波拉斯、野中与竹
内、波兰尼、斯廷奇科姆、韦克）逐条核对无误，未作改动；文中援引的程序性记忆与语义记忆的经
典区分，作者已在注[6]之外交代其作为跨学科机制基础的使用范围，编辑未作改动。

关于本文的创新智商标注

SDE 创新智商　盲评 128 → 修改设计目标 134。盲评分对应未经任何编辑改动的投稿原稿，按 S
结构精确度 0.20、D 差异锐度 0.25、E 纠缠深度 0.20、I 不可还原性 0.20、F 可证伪性 0.15 加权计
算，并按「严格从全球库比较近邻」的口径取分——即在给 D 与 I 打高分之前，先主动到其他学科、
其他语言与更早的文献中寻找最近邻，找到就压分。箭头右侧是本次编辑增补（附论一至四）所针对
的修改设计目标，不是认证分。依评分规程铁律，任何人不得为自己参与修改的文本认证分数，故两
个数字均系编辑自评，待独立复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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